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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土
”

制 考 辨

李 则 鸣

夏
、

商
、

周三代的土地制度究竟属于何种性质和类型 ?这是古史分期间题中一个长期争

论不休的关键问题
,

这个问题不弄清楚
,

任何一种分期都不可能有坚实的基础或客观标准
,

本文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指导下
,

严格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
,

对
“
王土

”

制作一综合

性的考辨
,

纸缪不伦之处
,

望同好赐正
。

一
、

从
“

公社
”

理论谈起

马克思主义的公社理论
,

在本世纪 2
、

30 年代曾被怀着不同政治倾向的研究者用种种猜

测臆断把水搅得混浊不清了
,

虽然不断有人研究
,

并有专著作了系统的清理① ,
但关键问题

至今未得澄清
,

这里仅就与本文主 旨有关的两个间题略抒当芜之见

(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

序言》中所云
: “

亚细亚的……
”

到底何所指? 先看译文
:

“

大体说来
,

亚细亚的
、

古代的
、

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

时代
。 ”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多处使用
“

亚细亚
”

一词
,

但此处只能理解为
“

古代
”

(奴隶制经济形态 ) 之

前的一个社会经济形态或生产方式
,

理由有二
: l ,

无论从逻辑或历史的顺序看
,

均只 能 作

如此解释
,

此点显而易见
,

早在 2
、

30 年代即已有人指出过
,

毋庸赘述
。

2
,

马克思的这种

历史划分是以他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为理论基础
,

从世界历史的实际中概括出来的演进系

列
,

马克思在 19 世纪 50 年代末提出来的经济形态学说或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
,

用列宁的评

语说
: “

在那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说
” ,

但是
“

自从《资本论》间世以来
,

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

假说
,

而是科学地证明 了的原理
” , “

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
”

③
。

因此
,

此处的
“

亚细亚
” ,

从

马克思主义科学史观或理论体系来看
,

也只能视作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代词
,

至于

为何使用这个代词
,

则是由于当时
“

关于社会史前状态
,

即关于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
,

几乎还完全无人知道
” ④ 。

当时所知道的只是亚洲地区
,

主要是印度尚比较典型地存在的
、

以

土地共有制为基础的公社共同体
,

马克思把它作为古代社会之前的一个社会经济形态
,

从当

时的精神生产条件来说
,

无疑是实事求是的
。

后人感到困惑不解而横添枝英
,

从认识的角度来

说
,

则全是 由于脱离了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和当时的学术条件所造成的
。

众所周知
,

直到 1 8 77

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 》问世后
,

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借助于摩尔根
“

在北美印第安人底血统联系

中找到了一把钥匙
” , “

解开了古代希腊罗马及德意志历史上至今尚未解决的最重要的谜
” ⑤

,

从而明确 了人类社会最初的组织形式是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公 社
,

而 不 是 过 渡 阶 段
的农村公杜

。

此后
.

’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各地普遍存在过的农村公社也作了进二步的科学



的论述
,

如马克思在 1 8 8 1年给维
·

伊
·

查苏利奇的复信 (草稿 )中就非常明确地指出
: “

农业

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
,

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
,

即以公

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
。

不言而喻
,

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

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
。 ”

⑥

或以为
“

次生形态
”

既然包括奴隶制与农奴制
,

则原生形态社会向奴隶制过渡或向农奴制

过渡当是两种平行的发展道路
。

这种理解我认为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形态学说的科学原

理和历史实际的
。

马克思此处的断论
,

无疑是两种历史情况的科学概括
,

一是普遍的
、

由原

始社会形态向奴隶制社会形态的过渡
。

二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

由原始社会形态向农奴

制社会形态的过渡
,

如日耳曼人灭亡西罗马帝国之后
,

即由原始社会形态的
“

最后阶段
”

—“

农业公社
”

过渡到了农奴制社会形态
。

前者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
,

而后者则只是

特殊历史条件决定的特殊规律
,

亦如社会主义革命时代
,

原始社会形态可以越过儿个社会形

态直向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过渡
。

不顾历史条件和事物的本质差别
,

滥用公社理论
,

只能造成

棍乱
,

实无补于历史的科学研究
。

(二 ) 关于古代亚细亚土地所有制的性质问题
。

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亚细亚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之后
,

对东西方历史作了科学的对比

研究
。

1 86 8年 3 月 1 4日
,

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即已提到
“

亚洲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
,

最初

在欧洲到处存在过
” ,

迫马克思和恩格斯借助并改造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
,

揭示了原始 公 社

制度发展的规律和它的发展的基本阶段之后指出
: “

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这种公社 (引者按
:

指

农村公社 )或带着它的非常显著的残余进入历史的
”
⑦

。

请注意前引马克思给维
·

伊
·

查苏利

奇复信中提到的
“

过渡的阶段
” ,

以及恩格斯在这里指出的
“

残余
”

二字 ! 人们在引用此文时
,

往往忘记了这个明显的界标而误入了歧途
,

以致把残余在文明历史中的公社痕迹说成了完整

的
、

原始的社会形态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残存于文明社会中的公社土地所

有制形式的实质所作的科学论断
,

在他们的早期著作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
,

把前资本主义的

所有制分为
“

部落所有 制
” , “

古 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
” , “

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 制
”

三

种形式
,

其中
“

部落所有制
”

指的是原始的所有制形式
,

第二种所有制形式则曾存在于古罗马

和亚洲地区的文明社会中
,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入木的锐利眼光
,

透视了这种所有制形式的实

质是
“

积极公 民的一种集体私有制
” ,

在这种所有制关系中
, “

公民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关系已经

充分发展
” 。 “

集体私有制
” ,

这 是一种多么精确
、

多么深刻的科学表述 ! 它揭示了希腊与罗

马
、

东方与西方古代社会的共同基础
,

所不 同的只是一种以个体私有制为基础
,

而另一种则

以
“

集体私有制
”

为基础
。

所以
,

恩格斯说
: “

在古代的亚洲
、

希腊和罗马
,

阶级压迫的主要形

式是奴隶制
”
⑧

。

有的研究者 忽 视了上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
“

残余
”

与
“

集体私有制
”

这

两个最关紧要的科学观点
,

以致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
,

从而对史料也作 了削足就履的解释
。

总之
,

马克思对亚细亚社会历史的研究有一个曲折 的发展过程
。

在原始社会形态未被发

现之前
,

马克思曾以亚洲的
、

以土地共有制为基础的农村公社作为前阶级社会的经济形态
,

原始社会形态被发现之后
,

对东西方普遍存在过的农村公社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
,

最终得出

了科学的结论
。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早期著作中就发现了古代东方和西方存在着两种类型的

私有制形式
,

从而找到了一切文明民族社会历史的共同基础和发展规律
,

证明了马克思主义

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是经得起东西方历史检验的普遍真理
。



二
、

关于
“
王土

”

制与
“

井田
”

制的纠葛问题

人
.

们对
“
二代

”

的土地制度或称
“

王土
”

制
,

或称
“

井田
”

制
,

二者之异
,

不唯名称
,

而尤在

内涵
。

《尚书
·

梓材》 云
: “

皇天既付中国民越 (与 ) 厥粗土于先王
’ ,

即是 说
“

先 〔
”

所领的生
.

地与

人民是
“

皇天
”

付 予的
,

这种所有权的神授观念
,

无疑即是宗法贵族阶级利用职权篡窃 r 原始

共有制在意识形态 上的真实反映
,

贵族阶级的最高代表—
王

,

就是
“
民

”

和
“

疆上
”

的最高所

有者
。

《大盂鼎 》铭 云
“

掌 (粤 )我其适 省 (相 ) 先王受民受疆上
” ,

恰巧证明 了《梓材 》之言不虚
。

所

以《诗
,

北 illl 》 云
, “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 。

《左传》昭 公七年也说
一 “
天 子 经

略
,

诸侯正封
,

古之制也
。

封略之内
,

.

何非君土 ; 食上之 毛
,

谁非君臣
” ,

无怪乎殷王要经

常 卜问
“

东上受年
” , “

西土受年
” , “

南土受年
” , “

北土受年
”

⑨
。

以上所引
,

足证
“

三代
”

土地所有制的本名是
“

王土
”

制
,

其实质是以王为代表的宗法贵族

阶级集体私有制
,

唯因它是集体形式的私有制
,

所以它必然要有一定的原则
,

并通过一定的

形式进行分配
。

分配的原则依据是宗法等级
。

分配的形式则有两种
:

一种是封地
,

另一种是

份地
。

前者如《左传》定公四年所云
: “

腆季授土
,

陶叔授民
”

之类
,

后者如《周 礼》所 载
: “

颁田

里
”

或
“

均土地
”

之属L , 前者是贵族阶级内部的土地等级占有关系
,

而后者则是贵族与平 民

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经济关系
。

或谓
“
王土

”

制即是授田制
,

则仅见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经济

关系而忽视了贵族内部的等级占有关系
,

尽管反映了
“
王土

”

制本质的 一面
,

但仍不免失之偏

颇
。

“

井田
”

一名
,

从不见商周甲骨文与金文
。

周金中常称
“

田
”

若干
“

田
” ,

如《不段毁》铭云
:

“
田十 田

” ,

前
“

田
”

指
“

土田
” ,

即耕地
,

后
“

田
”

为计量单位
,

即一夫百亩之
“

田
” ,

如《敌毁》铭

之
“

五十田
” , 《格伯毁 》铭之

“

三十田
” , 《卯毁 》铭之

“

一田
”

等皆是
。

在文献中
, 《国语

·

鲁 语

下》有
“

其岁收田一井
,

出俊禾秉当击米
”

之语
,

其
“

井
”

亦作计量单位
,

或谓 一井即一夫百 亩 之

地
。

《孟 子》始称
“

井地
” , 《 谷梁传 》 `

初税亩
”

条始称
“

井田
” ,

足证
“

井田
”

之名
.

乃后起无疑
。

且
“

井田
”

仅指耕地
,

而
“

王土
”

则包括山川与土田
,

如《诗
·

阅宫》所云
: “

乃命鲁公
,

稗侯于东
,

锡之山川
,

土田附庸
” 。

仅此亦明
“

井田
”

与
“

王土
”

之内涵迥异
。

“

井田
”

之名虽为后起
,

但井与田的联系可能甚早
,

窃以为
“

井
”

字非来源于井盘之形象
,

而实起始于田野之局部象形
,

古之 田野是由沟恤
、

道路
、

封疆纵横交错所构成的
,

甲骨文中

的田字作田〕
、

目
、

困
、

目
、

圈诸形
,

即如实地反映了这一自然形态
。

《说文》云
: “

田
, … …象形

,

口
、

十
,

千 (吁 ) 百 (陌 、 之制也
。 ”

郑玄注《周礼》云
: “

立其五沟五涂之界
,

其制似并 之 字
,

因 取 名

焉
” 。

说的是田野外形似井
,

其实如上所述
,

井字本身即田野外形的局部缩影
,

故耕字从来
、

从井
、

《玉篇 》中有一字更从田
、

从井
、

作
“

麟
” ,

或谓耕之初文
。

如是
,

则后来称
“
王 J少的拼

地为
“

井田
” ,

虽不无历史渊源
,

但以
“

井田
”

等同或代替
“

王土
” ,

则无疑是后人的误解
。

三
、 “

王土
”

受田 民的组织系统

“
王上

”

中
,

耕地的划分与受田民的组织系统
,

在儒家经典《孟子 》和《周礼 》 中
,

有
“

八家

共井
” , “

九夫为井
”

和
“

十夫有沟
”

三说
,

汉唐注疏家以经注经
,

随文而解
,

以求调和 折 衷
、

如东汉权威注家郑玄云
。 “

以载师职及司马法论之
,

周制徽内用夏之贡法
,

税夫 无 公 田 , 以



诗
、

春秋
、

论语
、

孟子论之
,

周制邦国用殷之筋法 , 制公田不税夫
” 。

又因《孟子 》有
“

野九叶

而助
,

国中什一使自赋
”

之说
,

遂谓
“

邦国亦异外内之法
”

⑧
。

依郑注
,

徽内用
“

贡法
” ,

邦 国

用
“

筋法
” ,

而邦国之内外 (即国与野 )又异法
,

这种兼储并蓄
,

不辨真伪的作法
,

对于一个忠

实于儒家经典的古代注家来说是可以理解的
,

但以现代科学史观和方法辨析之
,

则孟柯
“

井

地
”

之言
,

仅是一种主观设计
,

并非历史的追述@
,

而《周礼》中虽保存了珍贵的史 料
,

但 经

过后人篡乱或增饰
,

不作科学的辨析
,

亦不可能发掘出历史的真实
。

我们追本溯源
,

综合地

考察了甲骨文
、

金文
、

考古和文献诸有关资料
,

发现一条明显的线索
,

即古代的民户编制系

统与军事编制系统是相适应的
,

其组织以
“

族
”

为核心
,

受田民即亦兵亦农的族兵
。

这条线索

或是解开儒家经典中诸种矛盾说法
,

恢复历史原貌的一把钥匙
,

兹略论述如下
:

1
.

民户编制系统 《周礼
·

大司徒 》 : “

五家为比
” , “

五比为间
” , “

四闻为族
” , “

五族

为党
” , “

五党为州
” , “

五州为乡
” ,

其中
“

四间为族
” ,

即一百家
,

故郑注
“

百家为族
” 。

《周礼
·

遂人 》
、 “

五家为邻
,

五邻为里
,

四里为都
,

五都为鄙
,

五鄙为县
,
五县为遂

” 。

其

中
“

四里为都
”

亦为一百家
。

乡
、

遂总户数均为一万二千五百家
。

2
.

军事编制 系统
: 《周礼

·

小司徒 》 : “

五人为伍
,

五伍为两
,

四 两 为 卒
,

五 卒为

旅
,

五旅为师
,

五师为军
” ,

其中
“

卒
”

一级为一百人
,

与
“

百家为族
”

相适应
,

一军总 人 数为

一万二千五百人
,

正符合
“

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
”

L之数
,

足证民户编制系统与军事制系统是

完全相适应的
。

值得注意的是其民户编制自
“

族
”

以下
,

军事编制相应地自
“

卒
”

以下
,

均为以

五为公比的等比级数
,

正说明其组织是以族为核心的
。

甲骨文所见出征部队常以
“

族
”

为单位
,

如
“

一族
” , “

三族
” , “

五族
”

等
。

常见
“

登人
”

也以

百人为基数
,

如
“

登人百
” , “

登射三百
” , “

登千人
” , “

登三千
” , “

登五千
” ,

以至
“

登旅万
”

等
,

与《尚书
·

牧誓 》所云
: “

百夫长
” , “

千夫长
” , 《诗

·

黄鸟》 “

百夫之特
” , “

百夫 之 防
” ,

百

夫之御
”

等均相契合
。

有的学者论定为
“

十进制氏族组织
”

@
,

窃以为确切地说应是由军 事 民

主制蜕变而来的阶级社会中的行政与军事组织系统
,

而从史料的综合考察中亦知其 非 十 进

位
,

而是以族为核心
,

以五为基数
,

以五的不同倍数或等比级数的进位法
,

其中
“

十
” , “

一

百
”

“

千
” , “

万
” ,

均为五的倍数
, 《周礼

·

族师》有
“

五家为 比
,

十家为联
,

五人为伍
,

十人为联
,

四间为族
,

八间为联
”

之组织
,

其中十为五之二 倍
, “

八间
”

乃 二族 之 数
。
《 遂人 :))

“

十夫有

沟
, , “

百夫有恤
” , “

千夫有侩
” , “

万夫有川
” ,

殷墟候家庄大墓所见殉人亦十人一排
, 1 0 0 4号

墓出土之戈
、

矛亦十件一捆
,

其组合同出一辙
,

可相互印证
。

至于《周礼
·

小司 徒》中 有
“

九

夫为井
” , 《司马法 》中有

“

屋三为井
”

之异说
,

亦如孟柯之
“

井地
”

方案
,

均基于对九方格
“

井
”

字之机械设想
,

既不见其他记载
,

更与前面所述组织系统相左
,

其中背谬矛盾之处
,

即留下了

明显的后人碑入
,

篡改的痕迹
。

如《小司徒 》 : “

九夫为井
,

四井为 邑
,

四邑为丘
,

四丘为甸
,

四

甸为县
,

四县为都
” ,

其中
“

四井为邑
”

之
“

邑
” ,

为三十六家
,

此数别无可考
,

而文献 中 却有
“ 一

1
一

室之 邑
, , “

百室之 邑
” , “

千室之 邑
,

的记载L
。

古以二 十五家为里
,

四里恰为一百家
,

疑

“

四井
”

乃
“

四里
”

之偷换
,

而
“

九夫为井
”

则为屏入
。

又郑注《周礼
·

小司徒 》引《司马法》 : “

夫三

为屋
,

屋三为井 , 井十为通
,

通为匹马
,
三十家

,

士一人
,

徒三人 , 通十为成
,

成百井
,

三

百家
,

革车一乘
,

士十人
,

徒二十人 , 十成为终
,

终万井
,

三千家
,

革车十乘
,

士百人
,

徒

二百人 , 十终为同
,

同方百里
,

万井
,

三万家
,

革车万乘
,

士千人
,

徒二千人
, ”

其中除
“

夫

三为屋
,

屋三为井
”

系三之倍数进位法外
,

余皆为十之倍数
,

按其逻辑
, “

通
”

一级应 为 九十

家
,

而非
“

三十家
” , “

成
”

为九百家
,

而非
“

三百家
" , “

终
”

为九千家
,

而非
“

三千家 ; ” “

同
”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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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万家
,

而非
“

三万家
” 。

而
“

夫三为屋
,
屋三为井

, ”

乃
“

九夫为井
”

之异构 , “

夫三为屋
”

或为

故车甲士之编制
,

而
“

屋三为井
” ,

则显系麟入
,

如改
“

井十为通
”

之
“

井
”

为
“

屋
” ,

则
“

屋十为

通
”

恰为三十家
,

余皆可通
,

故凡
“

井
”

之属
,

皆后人所屏所篡
,

非其本文甚明
。

上引资料
,

或有地域差异
,

如四进位制或为齐制 ((( 左传》载齐有豆
、

区
、

釜
、

钟四 进 位

制
。

)但其基本组织系统
,

则无不一致
,

而皆不见
“

九夫
”

或
“

八家
”

组织系统之踪影
,

尤其可疑

的是孟柯之
“

井地
”

模式经过汉孺的增饰而益臻完备
,

如汉初韩婴博士大概嫌孟柯未 曾交 待
“
五亩之宅

”

是在
“

井
”

中
,

抑或
“

井
”

外
,

他依据《谷梁传 》所创
“

公田为居
”

说
,

同时牵合
“

什一
”

的税率
,

把公田百亩与五亩之宅
,

按八家共井之说
,

重新作了巧安排
,

即
“

家为公田十亩
,

余

二十亩为庐舍
,

各得二亩半
。 ”

班固修《汉书》 ,

兼储并蓄
,

杂揉《孟子》
、

《周礼 》
、

《韩诗外传》
、

《司马法》等诸家之言
,

拼成一
“

百钠本
” ,

如云
: “

夫三为屋
,

屋三为井 (同《司马法》之言 )
,

井

方一里
,

是为九夫 ((( 周礼
·

小司徒 》之言 )
,

八家共之 (孟柯之 言 )
,

各受私田百亩
,

公 田 十

亩
,

是为八百八十亩
,

余二十亩以为庐舍
”

((( 韩诗外传》之言)
,

这个百袖本
,

显然破绽百出
,

毋须赘论
。

故欲科学地研究
“

三代
”

土地制度
,

必先解除孟柯反汉儒井田说之困惑
、

干扰
,

以

甲骨文金文考古资料为基本依据
,

综合辨析文献记载
,

正本清源
,

庶可还其历史原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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